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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早在《后汉书·仲长统传》中，就有“安居乐业，……，天下晏然”的社会认知。在中国城市化的
起步阶段，如何保障城市新增人口的就业机会被优先考虑。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央政府和
社会各界均认识到:“乐业”必先“安居”。然而在房价高企的当下，“安居梦”变得愈发艰难，由此
在全社会引发“安得广厦千万间”的讨论。
相关研究首先从需求角度切入。Mankiw ＆ Weil( 1989) 最早揭示了“婴儿潮”一代住房需求的

集中爆发对房价上涨有重要影响。循着这一思路，陈斌开等( 2012) 、徐建炜等( 2012) 指出，人口结
构的变化与中国房价持续上升之间有内在关联，并预测房价在 2012 年和 2015 年以后不再具备快
速上涨的条件。李超等( 2015) 扩展了人口结构的概念，从自然结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空间结构
三个角度解释中国的住房需求。与人口结构视角的研究思路不同，Saiz( 2007) 研究了人口迁移对
城市住房价值的影响，这对理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房价上涨有启示意义。在政策层面，主要通过
限购压制投机性需求，谨防房地产泡沫，取得了积极效果( 米晋宏和刘冲，2017; Du ＆ Zhang，2015;
张德荣和郑晓婷，2013) 。但需求管理的步调在空间和时间上并不一致。在一些城市实施限购的
同时，另一些地区的“去库存”、“棚改货币化”政策又起到了释放需求的作用。
从供给视角切入的研究并不多见。一项基于 14 个发达经济体的研究显示，20 世纪后半叶房

价的快速增长主要由地价，而非建造成本的上涨导致( Knoll et al．，2017) 。中国平均的地价成本占
到了房价的 37%，2010 年北京的地价成本占房价的 60%以上( Wu et al．，2012) ，故而土地供给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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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否对房价有重要影响。陈斌开和杨汝岱( 2013) 以及范剑勇等( 2015) 的研究都证实，土地供给的
扩张对抑制房价有显著作用。陆铭等( 2015 ) 研究揭示，中国的土地供给在 2003 年后偏向了中西
部地区，从而对东部地区的土地供给产生挤压效应，并推高了房价。在政策层面，为了促进房地产
市场健康发展，国土资源部联合 5 家中央部委于 2016 年印发《关于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
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人地挂钩”政策) 的通知，这份具有
应急性质的文件要求改进用地计划安排，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上一年度进城落户人口数量，合

理安排各类城镇新增建设用地年度计划，保障进城落户人口用地需求。
然而，双管齐下的需求和供给管理政策似乎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于住房具有不可跨

地区交易的性质，因此追求总量上的供求平衡没有意义。本文据此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问题的症
结在于，居住用地供给没有很好地匹配具有空间异质性的住房需求，导致“人口、土地和住房”的空
间错配。① 尽管在土地供给的制度特征 ( 蒋省三等，2007; 陶然和汪晖，2010; 周飞舟和谭明智，
2014) 、土地供给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 陆铭，2010，2011 ) 、土地供给对房价的影响 ( 陆铭等，2015 ;
范剑勇等，2015) 等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但到目前为止，还缺少一个城市建设用地
供给理论，因此也就无法准确理解中国“人口、土地和住房”的空间错配机制。本文的贡献在于，
构建了一个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建设用地供给理论，提出并确认了中国城市居住用地

供给的基本模式，并就其对住房市场的影响展开了研究，揭示了中国“人口、土地和住房”空间错
配的成因。
本文发现: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受制于一个“从中央到地方”、“先地区后用途”的指标分

配制度，因此住房市场会受到多级政府指标配置行为的叠加影响。理论模型揭示了财政激励下
区县政府对指标的用途配置逻辑，城市化激励下省级政府对指标的地区配置逻辑。基于实证研
究发现，中国的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可用“逆人口集聚方向的地区配给模式叠加偏向工业的用途
配置模式”概括，对居住用地供给和住房市场产生了显著的挤压效应，导致了“人口、土地和住
房”的空间错配。全文结构如下: 第二部分解析地方政府城市土地开发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约
束。第三部分从财政激励和城市化激励两个角度切入，构建城市建设用地供给模型，解析指标
的配置逻辑及其对住房市场的影响。第四部分实证检验理论假说。最后总结全文，探讨相关政
策含义。

二、制度背景

( 一) 城市土地开发的激励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可用“向地方分权的威权制度”来解释( Xu，2011) ，该理论
继承了蒂伯特竞争( Tiebout，1956) 、早期的财政联邦制( Oates，1972) ，以及“保护市场的财政联邦
主义”( Montinola et al．，1995; Qian ＆ Weingast，1997) 的“分权治理”传统，认为权力下放能够提高地
方发展绩效。同时“向地方分权的威权制度”还与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体制一脉相承( 周黎
安，2007) ，认为将官员的职务晋升与辖区经济发展表现( Li ＆ Zhou，2005) 或向上级政府贡献的财
政收入( LYU ＆ Landry，2014) 联系起来，能够为地方政府努力发展经济提供强大激励。而地方政
府发展经济的手段却非常倚重城市土地开发。在分税制改革前，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手段主要是
亲自兴办乡镇企业( Oi，1992) 。但随着 1994 年以“财政集权”为特征的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亲自
兴办企业的激励下降，中国的工业化由此从乡村转向了城市( 陶然等，2009) ，城市土地开发遂成为
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依赖( Han ＆ Kung，2015) 。

711

2019 年第 4 期

① 中国的住房需求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北上广深”等人口集聚地是需求最为旺盛的地区( 甘犁等，2013) 。



( 二) 城市土地开发的制度约束

尽管地方政府有城市土地开发的激励，且中央政府也认可土地开发的必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

地方政府的土地开发不受节制。因为过度的土地开发易于引发社会不稳定，同时有损国家粮食安
全战略，因此在大量的官方文件中，均能看到“为了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中国实施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的条款。这一指导思想在整体上对城市土地开发形成制约，
具体的制度设计则体现在《土地管理法》第三章里，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使用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对规划期内城市建设用地总量进行控制;二是使用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控制每年的新增建设

用地规模;三是实施占用耕地补偿制度。
首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规划期内土地开发的总量进行限制。围绕“建设用地总量”这一核

心指标，中央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编制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建设用地总量不得超过上一
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控制指标”。这意味着，一旦中央确定了全国建设用地总量的上限，各
级地方政府在规划期内的土地开发规模随即被确定。其次，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之下是土地利用
年度计划，其核心是每年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安排，且该指标实行从中央到地方的指令性管理，
各级地方政府每年的土地开发规模受此制约。最后，占用耕地补偿制度要求即便非农建设经批准
可以占用耕地，也要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数量和质量
相当的耕地。
到目前为止，中国共实施了两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正在实施的第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为例，首要的目标是守住 18 亿亩耕地保护红线。到 2020 年，耕地保有量是 18. 05 亿亩。其次是划
定建设用地增量。从 2006 年到 2020 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 8775 万亩( 国土资源部，2008) 。具体
到每一年的则是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核心是每年全国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及其分解，具体流程是:

国土资源部先行制定某年的全国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将年度建设用地指标分解到各省，再经各省国

土资源厅分解下达到各市、县。以 2017 年为例，当年全国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为 780 万亩，其中分给
江苏省 46. 98 万亩，江苏省则进一步将其中的 2800 亩分配给了江阴市。①

然而，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土地管理法》第二十条规定，“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划分土
地利用区，明确土地用途”。地方政府在制定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时，也被要求“在计划期内对国有
建设用地供应的总量、结构等作出科学的安排”。② 这样一来，一个“从中央到地方”、“先地区后用
途”的配置过程便呈现出来:在第一阶段，中央政府经由其省级政府代理人，将全国建设用地指标
总量分解到各个区县，这是一个总量指标的地区配置过程。在第二阶段，区县政府进一步将其获得
的总量指标在不同的用途( 主要是工业和居住) 之间进行配置，这是一个区县指标的用途配置过

程。一些官方文件，如“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关于下达 2017 年全省土地利用计划的通知”，则为这一
独特的“从中央到地方”、“先地区后用途”的指标配置过程提供了直接证据。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指标控制的计划管理模式已不多见，城市建设用地供给是其中之

一。另一个能够与此比照的是全国高校招生计划管理模式。③ 与土地供给的指标管理类似，高校
招生计划管理实际上也遵循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先地区后用途”的配置过程。在第一阶段，

811

余吉祥、沈坤荣: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逻辑及其对住房市场的影响

①

②

③

具体细节参见《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关于下达 2017 年全省土地利用计划的通知》，http: / /www． jsmlr． gov． cn /gtxxgk /
nrglIndex． action? type = 2＆messageID = 2c9082546000f1f201600aba968a01e5。

见《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总则第一条，具体的用地结构指的是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住宅用地、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务用地、特殊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交通运输用地等各类型用地的比例关系，http: / /www． jsmlr． gov． cn /gtxxgk /
nrglIndex． action? type = 2＆messageID = 8a90825440beba390140c2bc53536f3d。

参见《教育部关于做好 2017 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的通知》，http: / /www． moe． gov． cn /srcsite /A03 /
s180 /s3011 /201705 / t20170510_304229． html。



教育部经各省教育厅将招生计划指标下达到各高校，这类比于土地指标的地区配置;在第二阶段，

各高校将指标在各专业之间配置，这类比于土地指标的用途配置。本文将这种独特的指标配置过
程概括为“总量指标的地区配置”和“区县指标的用途配置”。
( 三) 指标配置机制探讨

建设用地指标对各级地方政府来说，既是约束，也是激励( 谭明智，2014) 。然而关于激励机制
的具体指向，还没有文献展开讨论。本文认为，区县政府受到的主要激励是:有限的建设用地指标
如何在工业用途和居住用途之间合理分配，以平衡工业用地指标的税收贡献和居住用地指标的出

让金收益，实现财政总收益的最大化。在此之上，省级政府在区县间配置指标首先考虑的也是财政
激励，因为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区县政府的贡献。不同的是:省级政府因承担了中央政府代理人的
角色而具有多元价值取向，其指标配置行为不仅受财政激励，还会受城市化激励。①

三、理论模型

( 一) 区县政府收入函数设定

1．税收函数设定
将城市工业生产函数设定为: YI = Kα1

－ I Kα2
I Nβ

I Lγ
I，YI 为工业产出，LI 为工业用地投入，NI 为工业

劳动力投入，KI 为城市工业资本存量，K － I为城市非工业部门资本存量，主要是城市的基础设施。

假设城市全部资本存量 K的加总方程是: Kα = Kα1
－ IKα2

I ，则可将生产函数简化为: YI = KαNβ
I Lγ

I，α、β、γ
分别为资本、劳动和工业用地的产出弹性。为了促进YI增长，地方政府努力提高城市建成区上的资

本存量，实践中有两种保障机制。一是国土资源部发布了《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通知，
对工业用地上的投资强度、容积率等作出明确规定，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二是地方竞争机制激发
了公共部门投资，提高了基础设施水平( 张军等，2007) 。如果说第一种机制保障了建成区内的工
业部门投资强度，促进了KI增长的话，那么第二种机制则保障了建成区内的公共部门投资强度，促

进了K － I的增长。
进一步将生产函数中的资本存量设定为“资本密度”( k) 的函数，即 K = k·L。相应地，劳动投

入设定为“就业密度”( m) 的函数，即: NI =m·L。L 为城市空间面积。在中国的建制中，城市既是
个经济区，也是个行政区，这里的 L 定义为城市的非农经济区( 建成区) 面积，而不是行政区面积。
将二者代入生产函数得到: YI = kαmβLα + βLγ

I。设工业用地占城市建成区的比例为 θ，则有 L = LI /θ。

由此城市的工业生产函数写作: YI = θ
－ ( α + β) kαmβLα + β + γ

I 。这意味着:城市建成区上的资本密度和制
造业就业密度是决定工业产出规模的重要因素。进一步将YI定义为税基，τ为税率，则地方政府从
工业产出中汲取的税收可定义为: T = τ·YI = τ θ

－ ( α + β) kαmβLα + β + γ
I 。基于税收函数 T，工业用地供

给的边际税收贡献 MT可表达为:
MT = ( α + β + γ) τ θ － ( α+β) kα mβ Lα+β+γ－1

I ( 1)
一般来说，给定资本密度 k 和就业密度 m，MT 关于LI边际递减，故假设 α + β + γ ＜ 1。因此简

单增加工业用地供给并不能有效促进税收增长，而是要同时提高城市的资本密度，抑制工业用地税

收贡献能力的递减倾向，而这要求增加城市建成区上的固定资产投资。
2．土地出让金函数设定
Wang ＆ Zhang( 2014) 构建的模型刻画了房产开发商的住房生产行为和消费者的住房需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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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个证据是:中央政府提出要借助“人地挂钩”政策推进城市化后，各省政府立即予以贯彻。参见《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关
于下达 2017 年全省土地利用计划的通知》，http: / /www． jsmlr． gov． cn /gtxxgk /nrglIndex． action? type = 2＆messageID =
2c9082546000f1f201600aba968a01e5。



为，获得了均衡房价和居住用地供给之间的关系: ln PH = 0 － 1 ln LH + 2 lnW + 3 lnN + 4 ln PM。
其中，PH为房价，LH为居住用地存量，W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N为城镇人口规模，PM为房屋建造成

本。系数1 = ( 1 － α) /［1 － ( 1 + δ2 ) ( 1 － α) ］，其中参数δ2为住房需求价格弹性，1 － α 为住房生产
函数中居住用地产出弹性。根据郑思齐( 2007) 、邹至庄和牛霖琳( 2010) 的研究结果，中国住房需
求的价格弹性约为 － 0. 5，同时有 0 ＜ 1 － α ＜ 1，因此1 ＞ 0。模型揭示了居住用地存量对均衡房价
的负向影响。
居住用地供给的边际收益( 即出让金) 可基于住房市场均衡价格方程确定。首先，确定居住用

地供给的平均收益和总收益。据 Wu et al． ( 2012 ) 研究，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房价中土地成本的
平均份额为 37%。这样一来，房地产商每销售一平方米住房，地方政府可以从中获取约房价三分
之一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当然，不同城市这一份额并不相同。因为建造成本和税费在地区间差异
相对更小，房价的地区差异将主要体现为地价的地区差异，所以记 σ( N) 为房价中的土地成本份
额，且有σ'( N) ＞ 0 成立。这样一来，若不考虑容积率，居住用地供给的平均收益为 σ( N) PH，LH单

位居住用地能够获得的总收益为 σ( N) PHLH，其中PH是LH的减函数。
其次，确定居住用地供给的边际收益。常规的思路是对 σ( N) PHLH求关于LH的一阶导数。但

考虑到地方政府对居住用地供给的垄断及其特殊的出让方式，这一思路并不正确。中国的地方政
府借助离散的拍卖机制，成功识别了每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对每一个地块的保留价格，从而将所有的

消费者剩余转化为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在这种完全歧视定价的住房用地市场上，居住用地
出让的边际收益 MR直接等于平均收益，因此有:

MR = σ( N) PH = σ( N) e0L－1
H W2N3P4

M ( 2)
( 二) 城市建设用地指标配置

1．区县政府对指标的用途配置
假设城市建设用地只有工业和居住两种用途，区县政府最大化工业税收和土地出让金之和，①

那么在建成区面积既定的条件下，均衡工业用地存量 L*
I 和居住用地存量 L*

H 应使得( 3) 式成立:
( α + β + γ) τ θ － ( α+β) kα mβL*

I
α+β+γ－1 = σ( N) e0L*

H
－1 W2 N3 P4

M ( 3)
对区县政府来说，要促进财政收入增长，吸引制造业投资非常重要。实现这一目标有两个手

段:一是增加公共投资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二是增加工业用地供给。记 Δ L*
I 和 ΔL*

H 为新增工业用

地和居住用地的配置，k'为区县政府增加投资后的城市建成区的资本密度，则在新的均衡状态下，
应有( 4) 式成立:

Ak'α ( L*
I + ΔL*

I )
α+β+γ－1 = B( L*

H + ΔL*
H )

－1N3 ( 4)
( 4) 式中，A = ( α + β + γ) τ θ － ( α + β) mβ，B = σ( N) e0W2PM

4，Δ L*
I + Δ L*

H = ΔL，ΔL 为省级政府
投放给区县政府的建设用地指标总量。记 κ为城市建成区上的固定资产投资密度，则有k' = k + κ。
对( 4) 式取对数并对 κ求一阶偏导可得:

1 － α － β － γ
L*
I + Δ L*

I
+

1

L*
H + Δ L*( )

H

 Δ L*
I

κ
= α

k'
d k'
dκ

= α
k' ( 5)

因为 1 － α － β － γ ＞ 0，1 ＞ 0，所以有
Δ L*

I

κ
＞ 0，进而有

Δ L*
H

κ
＜ 0，
( Δ L*

H /Δ L*
I )

κ
＜ 0。这意味

着固定资产投资密度增加会激励地方政府降低居住用地的配置比例。其中的逻辑是:固定资产投
资密度增加提高了工业用地的税收贡献能力。
假说一:固定资产投资密度越高，居住用地相对于工业用地的配置比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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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假设意味着进入区县政府效用函数的“工业税收和土地出让金”完全替代，放弃这一假设并不会对结论产生影响。



如果考虑到固定资产投资可能带来后续反应:就业密度从 m 提高到m'，城市规模从 N 提高到
N'，情况会有所变化。因为固定资产投资在促进地方工业发展的同时，也会促进城市规模增长，有
助于将房价和地价涵养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这一反向作用力会提高居住用地的配置比例。这样一
来，投资密度对居住用地配置比率的影响将变得不确定。
具体地，就( 4) 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后再对 κ求导得到:

1 － α － β － γ
L*
I + Δ L*

I
+

1

L*
H + Δ L*( )

H

 Δ L*
I

κ
= α

k' + β
m'

d m'
dκ

－
3

N'
d N'
dκ

( 6)

当且仅当
α
k' +

β
m'

dm'
dκ

＞
3

N'
dN'
dκ时
，才会有

ΔL*
I

κ
＞ 0。这显示了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城市规模扩

张对工业用地供给的反制力，因此假说一还需要经验证据支持。
2．省级政府对指标的地区配置
假设省级政府从区县政府的用途配置中获取效用:一是借助区县政府对工业用地的配置，从税

收增长中获取效用;二是借助区县政府对居住用地的配置，从城市人口增长中获取效用。记省级政
府向第 i个区县投放的建设用地指标为ΔLi，由此带来ΔTi的税收增长，Δ Ni的城市人口增长，省级政

府从中得到Ui = Δ Ti
λΔ Ni

1 － λ的效用，λ和 1 － λ为省级政府对税收和城市化的相对偏好，0 ＜ λ ＜ 1。
如果有 n个区县，可将省级政府的总效用设定为:

U = {∑ Uρ
i }

1 /ρ
= {∑［ΔTλ

i·ΔN1－λ
i ］

ρ}
1 /ρ

其中，i = 1，2，…，n， 1
1 － ρ为不同区县

Ui之间的替代弹性( 0 ＜ ρ≤1 ) 。当 ρ = 1 时，不同的Ui完全替

代。Δ Ti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工业用地的边际税收贡献能力 MT，二是工业用地的供给规模ΔLI，

故设定 Δ Ti = f( MTi，ΔLIi ) 。Δ Ni同样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城市规模，二是居住成本。前者代表着
城市经济集聚的收益，大城市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报酬( 陆铭等，2012; Combes et al．，
2015) ，吸引人口迁入。后者代表着城市经济集聚的成本，集中体现为大城市的高房价，抑制人口
迁入。而居住用地供给又是决定房价的关键因素，故设定 Δ Ni = g( Ni，ΔlH i ) ，Ni为城市常住人口规

模，ΔlH i为人均居住用地供给规模。
仅从单一城市人口增长的角度建模还不足以刻画中国政府城市化效用函数的全貌。因为等量

的人口增长既可以以大城市为载体，也可以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载体，但政策取向并不将它们同

等对待。改革开放后，中国首先实施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
镇”的政策。2001 年出台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政策，仍然与现实中大城市具有
更强的人口集聚能力这一事实相悖，从而导致了对大城市户口和土地指标更加严格的控制。这意
味着政府更希望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实现既定的城市化目标，而不是大城市，这种价值取向本质上

是“城市规模厌恶”的体现。究其原因是因为城市规模增长会引致治理困难。为应对大国治理的
“规模之累”，属地化管理是重要依赖( 周雪光，2014 ) ，其运作机制是借助“行政发包制”将区域治
理任务( 税收、就业、社会稳定等) 逐级下发( 周黎安，2017 ) 。但是，跨行政区的人口流动对此提出
了挑战，因此历史上中国就实施严格的户口制度。在人口频繁流动的现代社会，这种挑战变得更
大。如果既定的城市化目标主要借助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实现，势必引致更多跨行政区的人口迁移。
一旦属地化管理水平不能随之提升，安定团结的局面将受到损害。
据此，省级政府从城市化中获取的效用，不仅取决于城市人口增长的绝对规模，还取决于城市

人口增长的起点。为减轻人口流动带来的治理困难，低起点( 即小城市) 上的人口增长更为政府所
偏好，为此应将省级政府从城市人口增长中获得的效用ΔN1 － λ

i 乘上一个折扣系数 σ 才更为合理。
定义σ = N － ξ

i ，Ni为城市的初始规模，ξ≥0，为城市规模厌恶系数。当 ξ = 0 时，无论Ni大小，σ都等于

121

2019 年第 4 期



1，此时不存在规模厌恶，省级政府从城市人口增长中获得的效用就是ΔN1 － λ
i ，与城市初始规模无

关。而当 ξ ＞ 0 时，σ ＜ 1，省级政府从城市人口增长中获得的效用ΔN1 － λ
i 就必须乘上一个小于 1 的

折扣系数。且Ni越大，折扣系数 σ 越小，省级政府从等量的城市人口增长中获得的效用就越少。
因此，一个容纳了“城市规模厌恶”特征的省级政府效用函数应为:

U = {∑ Uρ
i }

1 /ρ
= {∑［Δ Tλ

i·ΔN1－λ
i N－ξ

i ］
ρ}

1 /ρ

为了获得显性的均衡解，本文将城市人口增长函数具体化为: ΔNi = N∈i ·ΔlHi = N∈i ·
( ФiΔli ) 。其中，人均居住用地供给 ΔlHi等于居住用地占比Фi乘以人均建设用地供给 Δli，∈代表着
城市规模的人口集聚弹性，代表着土地供给的人口集聚弹性。由于人均建设用地供给Δli又等于
总量建设用地供给ΔLi除以人口Ni，即: Δli = ΔLi /Ni，所以有 Δ Ni = Ni

∈ － ·( ФiΔLi )
。模型中，ΔLi

通过降低房价促进城市人口增长，故有  ＞ 0。① 该函数表明:城市人口增长取决于城市规模、省级
政府配给的建设用地指标总量、区县政府配置的居住用地比例三个因素。
同时将税收增长函数具体化为: Δ Ti = MTi·ΔLIi = MTi·( 1 －Фi ) ΔLi，1 － Фi是区县工业用地

配置比例。将上述城市人口增长函数和税收增长函数代入省级政府的效用函数，在∑ΔLi = ΔL 的
约束下最大化效用函数 U( ΔL为中央下达给省的建设用地指标总量) ，得到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地区
配给的均衡条件:

ln Δ li
Δ l( )

j

= λρ
1 －［λρ + ( 1 － λ) ρ］

·ln MTi

MT( )
j

+ λρ
1 －［λρ + ( 1 － λ) ρ］

·ln 1 － Фi

1 － Ф( )
j

+ ( 1 － λ) ρ
1 －［λρ + ( 1 － λ) ρ］

·ln Фi

Ф( )
j

+ ［( 1 － λ) ∈+ ( λ － ξ) ］ρ － 1
1 －［λρ + ( 1 － λ) ρ］

·ln Ni

N( )
j

( 7)
在( 7) 式中，i，j = 1，2，…，n，且 i≠j。Δli是地区 i获得的人均建设用地指标。MT可理解为区县

潜在的税收贡献能力，省级政府通过向区县投放建设用地指标来开发这一潜在的能力，不过具体的

开发效果依赖于各个区县政府对指标的用途配置。这样一来，MT·( 1 － Ф) 可理解为省级政府每
单位建设用地指标投放能够获得的税收贡献。由于对工业税收的追求是省级政府的重要目标，因
此税收贡献能力越强的区县将被配给更多的人均建设用地指标。这样在理论上会有系数

λρ
1 －［λρ + ( 1 － λ) ρ］

＞ 0，进而作出 1 －［λρ + ( 1 － λ) ρ］＞ 0 的假设。

人均建设用地供给和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取决于
［( 1 － λ) ∈ + ( λ － ξ) ］ρ － 1

1 －［λρ + ( 1 － λ) ρ］ 的符号
。由于分

母 1 －［λρ + ( 1 － λ) ρ］＞ 0，故二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分子“［( 1 － λ) ∈ + ( λ － ξ) ］ρ － 1”的符号。
简单起见，假设省级政府对不同区县贡献的效用持无差异偏好，即一单位的Ui和一单位的Uj可以完

全替代，故有 ρ = 1，此时分子简化为［( 1 － λ) ∈ + ( λ － ξ) ］－ 1。在这种情况下，当且仅当［( 1 － λ)
 + ( λ － ξ) ］＞ 1 时，即 ξ ＜ ( 1 － λ) ( ∈ － 1 ) 时，大城市才会获得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省级政府的
指标投放才会和人口集聚的方向一致。
给定 1 － λ，要使得 ξ ＜ ( 1 － λ) ( ∈ － 1) 成立，∈不能太小，ξ不能过大。其含义是:受城市化激

励的省级政府，只有当城市规模的人口集聚弹性∈足够大，且( 或) 其持有的城市规模厌恶水平 ξ
足够小，使得 ξ ＜ ( 1 － λ) ( ∈ － 1) 成立时，大城市才会获得更多的指标。对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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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稍复杂的建模是进一步考虑拥堵成本，将 定义为1 + 2，1是土地供给通过降低房价促进城市人口增长的弹性系数，2
是土地供给通过疏解拥堵促进城市人口增长的弹性系数。这样在接下来的( 7) 式中，2越大，则城市规模影响指标分配的弹性系

数越大。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启发。



的中国来说，大城市具有更强的人口集聚能力。如果省级政府不存在对城市规模的厌恶( ξ = 0 ) ，
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地区配置很容易与人口集聚的方向保持一致。但如果 ξ 很大，建设用地指标
的地区配置便存在和人口集聚方向相反的可能性。这反映出在实际的指标配置过程中，省级政府
会陷入两难境地:更有效的城市化推进方式是向大城市投放更多的指标，但由此带动的流动人口增

长又提高了地方治理难度，两者相权才能决定指标配置的最终结果。
假说二:建设用地指标的地区配置既取决于城市人口集聚能力，也取决于城市规模厌恶程度。
( 三) 指标配给对住房市场的影响

借助 Wang ＆ Zhang( 2014) 构建的住房市场模型，可以得到均衡时人均住房销售面积和居住用

地供给之间的关系: ln hE = π0 + π1·ln L
－
－ π1·lnN + π2·lnW + π3·ln PM。其中，h

E是均衡的人

均住房销售面积。π1 ＞ 0，显示了居住用地( ln L
－
) 对人均住房销售面积的正向影响。在给定居住用

地供给的条件下，城市人口规模( lnN) 对均衡时人均住房销售面积产生了负面影响。π2·lnW 和
π3·ln PM分别代表着居民收入和住房建造成本的影响。
中国的居住用地供给经历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先地区后用途”的指标配置过程，因此住

房市场会受到多层级政府行为的叠加影响。为了突出这种“中国特色”，进一步将上式中的居住用

地供给L
－
分解为建设用地供给总量( ΔL) 和居住用地的配置比例( Ф) 。前者是省级政府地区配置的

结果，后者是区县政府用途配置的结果，进而得到( 8) 式:
ln hE = π0 + π1·lnΔL + π1·lnФ － π1·lnN + π2·lnW + π3·ln PM ( 8)

这样一来，均衡的人均住房销售面积受省级政府配置的建设用地指标供给总量、区县政府配置
的居住用地比例的双重影响。进一步地，由于财政激励下的区县政府有扩张工业用地、缩减居住用
地的倾向，因此，ΔL对hE的正向影响会随着区县政府所受财政激励强度的增加而减弱。
假说三:若省级政府为区县配置更多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住房市场均衡时的人均销售面积便

会增加，但这一积极影响会随着区县所受财政激励的增强而减弱。

四、实证检验

( 一) 样本、变量与统计描述
1．样本选取
对城市土地开发行为的研究，少有以区县为样本的。但在“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

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
手”( 张五常，2009) 。这与本文强调的“区县掌握着土地指标用途配置权力”的事实是一致的。因
此，以区县为样本单元考察土地指标配给是自然的。然而有关城市建设用地指标配置的信息还比
较缺乏，全国区县层面系统的土地指标数据更是无法获得。① 通过对全国 31 个省( 区、市) 自然资
源厅( 原国土资源厅) 网站的调查，可以发现江苏省系统公布了其自 2011 年以来分区县分用途的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本文据此进行实证分析。② 样本含 60 多个区县、2011—2016 年共计 378
个原始观测值，但其中包含有县( 市) 改区后原来的县或县级市的数据。③ 例如，南京市所辖溧水县
和高淳县在 2013 年改为市辖区，但一直到 2018 年，仍单独报告了溧水区和高淳区的建设用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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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有些省份尽管公布了指标的地区分配，但仅具体到地级市层面，如安徽省、浙江省等。但指标的用途配置是区县政府完
成的，因此无法使用这些数据。具体信息可搜索各省国土资源厅网站“规划计划”栏目。

参见江苏省国土资源厅网站: http: / /www． jsmlr． gov． cn /gtxxgk /nrglIndex． action? classID =8a908254409a391f01409a4b4fec0009。
因县市改区的行政区划调整，不同年份区县数量有所变动。



数据。但在《江苏统计年鉴》中，改区后的县市数据不再单独报告，故在实证分析时实际用到的样
本下降到 347 个。

2．变量构建
( 1) 被解释变量
①商品住房用地供给比率。在江苏省各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汇总表”中，住房用地包括

了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和商品住房用地。考虑到模型设定主要指向基于市场规律的指标配置行
为，故而本文只考察区县政府对商品住房用地的配置，该变量定义为:“商品住房用地 /工矿仓储用
地”。②区县人均建设用地指标的相对比例。该变量基于前文( 7) 式构建，它定义为“区县 i 的人
均建设用地指标比上区县 j的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因为 i≠j，所以如果有 n个区县的话，便能够得
到 n × ( n － 1) 个配比关系。不过由于 i和 j的配比与 j和 i的配比实际上是同一个关系，因此，有效
的配比应该是 n × ( n － 1) /2 个。③人均商品住房销售面积。该变量定义为区县的“商品住宅销售
面积 /常住人口”，数据采集于《江苏统计年鉴》。
( 2) 核心解释变量
①投资密度，定义为:“( 固定资产投资 －房地产开发投资) /建成区面积”。会有部分投资发生

在建成区之外，特别是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不过数据显示，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在全部固定
资产投资中的占比不足 1%，这样的测量误差应该不会对结果产生太大影响。① ②城市规模。参照
已有研究的惯常做法，本文首先使用常住人口度量。但在县和县级市样本中，这种处理存在较大误
差。因为在县和县级市，有大量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常住人口会有严重的高估。为此，本文进一步
使用“城镇家庭户数量”度量，它等于区县的“总家庭户数量 －乡村家庭户数量”。③资本密度。区
县层面的资本存量数据估算存在很大困难，本文的解决办法是:假设区县的资本产出比为一常数，

使用工业 GDP密度( 工业 GDP /建成区面积) 作为资本密度的代理变量。④就业密度。使用区县
的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与建成区面积的比值度量。⑤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度量上述变量的数
据均可从《江苏统计年鉴》中获取。
( 3) 其他控制变量
包括“区县人均 GDP”、“第二产业 GDP占比”、“第三产业 GDP占比”、“外资工业产值占比”、

“城镇家户数量占比”( 度量城市化水平) 。数据来源于各年《江苏统计年鉴》。
3．统计描述
本文的数据集以区县为统计单元，各变量在 2011—2016 年间应有 347 个样本。但滨海县

2012—2015 年、高邮市 2016 年、射阳县 2014 年、徐州市市区 2016 年、邳州市 2012 年的工矿仓储用
地指标均为 0，因此商品住房用地供给比率的样本量下降为 339 个。区县 i和 j人均指标比率的样
本量为 9986 个。经均值和标准差的比较，发现一个显著的特征:指标地区配置的差异比用途配置
的差异要大得多。在解释变量方面，区县间固定资产投资密度、工业 GDP 密度、第二产业就业密
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异较小，但城市常住人口规模和家庭户数量的差异较大。
表 1 变量统计描述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商品住房用地供给比率 339 0. 54 0. 46 0. 04 3. 39

区县 i，j人均指标比率 9986 1. 67 2. 84 0. 01 87. 10

人均商品住房销售面积(平方米 /人) 347 1. 03 0. 63 0. 06 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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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2017 年《江苏统计年鉴》的表 6—1“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指标”中的相关资料。



续表 1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固定资产投资密度(亿元 /平方千米) 347 8. 17 3. 75 2. 52 21. 37

常住人口规模(万人) 347 137. 71 125. 30 32. 83 827. 00

城镇家庭户数量(万户) 347 17. 23 23. 06 2. 73 166. 70

工业 GDP密度(亿元 /平方千米) 347 6. 95 4. 54 1. 23 26. 50

第二产业就业密度(万人 /平方千米) 347 0. 75 0. 32 0. 19 2. 14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 347 2. 86 0. 91 1. 07 5. 47

注:为节省篇幅，其他控制变量的统计指标未报告。

( 二) 计量模型设定

1．用途配置模型
基于假说一，用途配置模型重点考察财政激励下区县政府的居住用地配置行为。使用固定资

产投资密度度量财政激励强度，同时控制城市规模的影响，设定如下的计量模型:

ln( yi，t ) = α0·ln( yi，t －1 ) + α1·ln( κi，t ) + β·ln( Zi，t ) + εi + t + μi，t ( 9)
其中，yi，t为区县 i在 t年的商品住房用地与工矿仓储用地的比率。核心解释变量是投资密度 κ，根
据理论模型结果，α1 的符号并不确定。Zi，t包括其他核心变量: 城市规模、资本密度、就业密度、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其他控制变量。εi是区县固定效应，t是年份固定效应，μi，t是随机误

差项。模型包含因变量的一阶滞后项，用以捕捉区县政府用途配置所表现出的惯性，因为大多数政
府规划的制定以历史数据为基本依据。所有变量均取对数。

2．地区配置模型
基于假说二，地区配置模型重点考察省级政府的指标投放是否与人口集聚方向一致。模型的

核心解释变量是区县人口的相对规模Nij，t，它定义为Ni，t /Nj，t。同时控制区县的相对税收贡献能力
MTij，t，定义方式如前。在理论模型( 7) 式中，区县 i 和区县 j 工业用地比例( 1 － Ф) 的比，以及居住
用地比例( Ф) 的比也是影响指标地区配置的因素。不过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高达 0. 87，同时置
入它们会产生较为严重的共线性问题。用途配置模型揭示:区县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的配比关系
主要受投资密度影响，因此如果在回归模型中置入这一变量，一方面可以克服多重共线性问题，另

一方面还能借此考察省级政府的指标投放是否受到区县政府行为的影响。故而在回归模型中加入
区县 i和区县 j投资密度的比: κij，t － 1。该变量同时作了一阶滞后处理，因为省级政府更有可能是根
据上一年度区县用途配置比例决定指标的地区投放。模型设定如下:

ln( Δ lij，t ) = α0·ln( Δ lij，t －1 ) + α1·ln( Nij，t ) + β·ln( Zij，t ) + εij + t + μij，t ( 10)
其中，因变量 Δ lij，t为 t 年区县 i 和区县 j 所分配到的人均建设用地指标的比率，即: Δ lij，t = Δ li，t /
Δ lj，t，Zij，t包括了MTij，t、κij，t － 1，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同前定义。εij是不随年份变化的区县 i 和区县 j
配比的固定效应，t是年份固定效应，μij，t是随机误差项。模型同样包含了因变量的一阶滞后项。
所有变量均取对数形式。由于无法构建工业用地的边际税收贡献能力MTij，t，回归分析时使用建成

区上的工业 GDP密度代理。
3．住房市场模型
基于假说三，住房市场模型主要考察建设用地供给总量和居住用地占比对均衡人均住房销售

量的影响。完整的计量模型设定为( 11) 式:
ln( hi，t ) = α0·ln( hi，t －1 ) + α1·ln( ΔLi，t －1 ) + α2·ln( ri，t －1 ) + β1·ln( Ni，t )

+ β2·ln( Wi，t ) + γ·ln( Zi，t ) + εi + t + μi，t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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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hi，t是区县 i在 t年的人均商品住房销售面积。模型包括两个核心解释变量: ( 1) 省级政府在 t
年下达给区县 i的建设用地指标总量ΔLi，t ; ( 2) 区县政府配置的居住用地指标比例ri，t。考虑到房地
产开发的时滞效应，变量ΔLi，t － 1和ri，t － 1作了一阶滞后处理。Ni，t是区县人口规模，Wi，t是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Zi，t是其他控制变量。εi是区县固定效应，t是年份固定效应，μi，t是随机误差项。加
入因变量的一阶滞后项捕捉住房市场的动态特征。所有变量均取对数形式。
若回归分析获得了α1和α2显著为正的结果，则表明住房市场受到省级和区县政府行为的共同

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将进一步聚焦于两级政府对住房市场影响的叠加效应。本文的逻辑是:随着
区县政府所受财政激励的增加，居住用地的供给比例减小，从而弱化省级政府的指标投放对住房市

场的积极影响。为检验这一逻辑，将( 11) 式中的变量 ln( ri，t － 1 ) 用交叉项 ln( ΔLi，t － 1 ) × ln( κi，t － 1 ) 替

代。笔者期望，随着投资密度的提高，总量建设用地指标对人均住房销售面积的影响变小，故而交
叉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 三) 回归结果分析

由于 3 个模型均包含有因变量的滞后项，故采用适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系统 GMM 方法估
计，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困难。主要原因在于本文的样本量只有 347 个，使用 GMM方法估
计因包含滞后项，最终的样本量下降到 280 个左右。如果直接控制 60 多个区县固定效应，解释变
量的个数相对于样本量来说无疑过多，但直接忽视则又会降低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控制 13 个
地区固定效应的方法作为折衷，该方案从两个方面来看是可接受的。首先，区县固定效应主要是与
一地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相关联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对同处一个地级行政辖区的区县来说无疑是高
度一致的。因此，地区固定效应是区县固定效应的良好替代。其次，在样本量有限的情况下，该方
案大幅降低了解释变量的个数。回归结果依次报告于表 2—表 4。其中，表 2 是用途配置模型的估
计结果，表 3 是地区配置模型的估计结果，表 4 是住房市场模型的估计结果。表中回归系数下方报
告的均是稳健标准误差，所有模型均通过了 Arellano-Bond检验。另外，除地区配置模型外，其他模
型均通过了 Hansen检验。考虑到 Hansen检验在系统 GMM方法中的局限性( Roodman，2006;白重
恩等，2008) ，对于地区配置模型，本文更倾向于接受 Arellano-Bond检验结果。

1．用途配置模型回归结果
表 2 回归结果( 1) 基于区县常住人口 ln ( Ni，t ) 估计，回归结果( 2 ) 基于区县城镇家庭户数量

ln( Fi，t ) 估计。总体上看，两个结果没有差异。投资密度显著降低了商品住房用地对工矿仓储用地
的比率:投资密度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商品住房用地比率下降 1. 1 个—1. 2 个百分点。根据理论模
型，投资密度对商品住房用地比率的影响取决于方向相反的两股力量。一方面，投资密度能够直接
提升城市资本密度，提高工业用地的税收贡献能力，从而激励区县政府增加工业用地供给。另一方
面，如果投资密度能够进一步促进城市增长，带动住房需求和土地出让收入上涨，那么区县政府也

有提高居住用地配置比例的激励。回归结果表明:前一效应大于后一效应，财政激励下的区县政府
扩张了工业用地供给，缩减了居住用地供给，假说一成立。与理论模型预期一致，城市规模显示出
对商品住房用地比率的促进作用。
表 2 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用途配置逻辑

因变量: ln( yi，t )

结果( 1) 结果( 2)

ln( yi，t － 1 )
0. 307
( 0. 227)

0. 199
( 0. 192)

ln( κi，t )
－ 1. 187＊＊＊

( 0. 336)
－ 1. 128＊＊＊

( 0.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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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因变量: ln( yi，t )

结果( 1) 结果( 2)

ln( Ni，t )
0. 476*

( 0. 288)

ln( Fi，t )
0. 440
( 0. 310)

其他核心变量 控制 控制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74 274

Arellano-Bond test AR( 1) p值 0. 049 0. 047

Arellano-Bond test AR( 2) p值 0. 888 0. 920

Hansen test p值 0. 989 0. 994

注:系数下方括号内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差，* 、＊＊和＊＊＊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为节省篇幅，其他核心变

量、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没有报告。下同。

2．地区配置模型回归结果
同样使用“常住人口”和“城镇家庭户数量”度量城市规模，回归结果报告于表 3。从中可见:

城市规模越大，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反而越少。无论使用常住人口还是使用城镇家庭户数量度量城
市规模，结果高度一致，且非常显著。根据理论模型，城市人口集聚能力越高，城市规模厌恶系数越
小，大城市会分配到更多的指标。实证研究结果显著为负，可能原因有三，下面逐一探讨。
首先，省级政府不受城市化激励? 如何使农业转移人口快速市民化是中央政府关注的重大民

生问题。作为中央政府的下级代理人，省级政府没有理由不与中央的政策取向保持一致。退一步
说，工业化进程也需要与城市化相协调，才能更好地推动经济增长，助力地方政府在激烈的 GDP竞
赛中胜出。因此，省级政府应该有推动城市化的内在激励。其次，城市人口集聚能力不高? 城市新
增人口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的分布是显著不同的。Au ＆ Henderson( 2006) 以及王小鲁( 2010) 的研
究都认为:大城市具有更强的人口集聚能力。尽管缺乏中国城市人口集聚能力的具体估计，但从
“北上广深”所吸引的大规模迁移人口的现实来看，中国的大城市同样具有强大的人口集聚能力。
因此，认为中国的省级政府没有受到城市化激励，大城市人口集聚能力不足，并以此来解释上述实

证发现，难以令人信服。
表 3 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地区配置逻辑

因变量: ln( Δ lij，t )

结果( 1) 结果( 2)

ln( Δ lij，t － 1 )
0. 456＊＊＊

( 0. 030)
0. 470＊＊＊

( 0. 030)

ln( Δ lij，t － 2 )
0. 181＊＊＊

( 0. 023)
0. 186＊＊＊

( 0. 023)

ln( Nij，t )
－ 0. 250＊＊＊

( 0. 027)

ln( Fij，t )
－ 0. 233＊＊＊

( 0.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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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因变量: ln( Δ lij，t )

结果( 1) 结果( 2)

ln( MTij，t )
0. 141
( 0. 092)

0. 079
( 0. 092)

ln( κij，t － 1 )
－ 0. 144＊＊

( 0. 058)
－ 0. 125＊＊

( 0. 059)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地区(配对)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165 6165

Arellano-Bond test AR( 1) p值 0. 000 0. 000

Arellano-Bond test AR( 2) p值 0. 725 0. 755

Hansen test p值 0. 000 0. 000

“城市规模厌恶”是导致“建设用地指标逆人口集聚方向投放”的主要原因。考虑到规模扩张
带来的治理困难，中国倡导不同规模城市均衡发展的城市化路径，所以政府一直试图借助户籍制度

控制大城市更快的人口增长。户籍制度在控制城市的户籍人口规模上当然有效，但对城市常住人
口规模的持续膨胀却束手无策。在这一背景下，对城市发展空间的限制可能成为重要手段。也就
是说，以户籍制度为手段对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让位于了以土地指标为手段对城市发展空间的控

制。在现实中，国家政策不鼓励增加大城市的建设用地供给。如 2016 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纲要( 2006—2020 年) 调整方案》提倡“严格控制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用地规模”，而《国家新型城镇
化规划( 2014—2020) 》则提倡“增加中小城市和县城的建设用地供给”。

3．住房市场模型回归结果
表 4 回归结果( 1) 和( 2) 揭示:无论是省级政府投放给区县的建设用地指标总量，还是区县政

府配置的居住用地比例，均对人均住房销售面积产生了积极的正向影响。① 但从弹性系数的大小
以及显著性来看，居住用地比例的影响更大。回归结果意味着:建设用地指标配置的确可以作为缓
解住房市场紧张的手段来使用。然而省级政府的土地供给与人口流动方向完全相反，而区县政府
的居住用地配置又受到来自工业用地供给的挤压，因此中国的居住用地供给制度不是缓解了住房

市场的紧张状态，而是加剧了供求矛盾。究其原因，既在于省级政府实施了对大城市发展空间进行
管制的政策，也在于财政激励下的区县政府缺乏增加居住用地供给的内在激励。
为了揭示两级政府指标配置行为对住房市场的叠加影响，本文引入了交叉项 ln ( ΔLi，t － 1 ) ×

ln( κi，t － 1 ) 。本文的逻辑是: 居住用地供给是省级政府和区县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省级
政府投放给区县的建设用地指标总量对住房市场的影响力，最终要取决于区县政府的用途配置

情况。随着财政激励增强，居住用地更多地被工业用地挤占，从而降低总量指标投放对住房市
场的积极影响。回归结果( 3 ) 和( 4 ) 显示，交叉项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总量指
标配置对住房市场的积极影响，的确会随着区县政府所受财政激励的增强而减弱，假说三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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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处的居住用地比例定义为“商品住房用地 /建设用地总量”，它不同于前文的“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的比率”。本文也
考察了人均居住用地供给的配置逻辑及其对住房市场的影响，但限于篇幅，文中没有展开讨论，感兴趣的读者可来信索取相关回

归结果。



表 4 两级政府指标配置行为对住房市场的影响

因变量: ln( hi，t )

结果( 1) 结果( 2) 结果( 3) 结果( 4)

ln( hi，t － 1 )
0. 315＊＊＊

( 0. 120)
0. 330＊＊

( 0. 140)
0. 275＊＊

( 0. 131)
0. 295＊＊

( 0. 145)

ln( ΔLi，t － 1 )
0. 099
( 0. 069)

0. 093
( 0. 073)

0. 183＊＊

( 0. 091)
0. 209*

( 0. 109)

ln( ri，t － 1 )
0. 133*

( 0. 071)
0. 146*

( 0. 075)

ln( ΔLi，t － 1 ) × ln( κi，t － 1 )
－ 0. 076＊＊＊

( 0. 029)
－ 0. 081＊＊＊

( 0. 031)

ln( Ni，t )
0. 101
( 0. 173)

0. 143
( 0. 200)

ln( Fi，t )
0. 236
( 0. 205)

0. 192
( 0. 190)

ln( Wi，t )
－ 0. 572
( 1. 079)

－ 1. 932*

( 1. 129)
0. 077
( 0. 800)

－ 1. 086
( 0. 943)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85 285 285 285

Arellano-Bond test AR( 1) p值 0. 086 0. 088 0. 103 0. 097

Arellano-Bond test AR( 2) p值 0. 401 0. 413 0. 414 0. 363

Hansen test p值 0. 998 1. 000 1. 000 1. 000

总结前文结果，本文将房地产市场上上演的“中国故事”讲述为:逆人口集聚方向的城市建设
用地指标地区配给模式，叠加偏向工业的用途配置模式，对居住用地供给和住房市场产生了显著的

挤压效应，导致“人口、土地和住房”的空间错配。
( 四) 稳健性检验

以固定资产投资密度作为区县政府所受财政激励强度的代理变量，研究其对指标用途配置的

影响，可能会遭受质疑。因为固定资产投资和土地用途配置都是财政竞争的手段，二者是同时决定
的。可以认为，区县政府为了追求税收增长，需要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进而影响了工业和居住用地
的配置比例;也可以说为了促进税收增长，需要增加工业用地供给，进而引发配套的基础设施投资。
在这里，谁是因，孰为果，比较模糊。由此引发的一个后果是:那些能够同时驱动固定资产投资和土
地用途配置的因素就会被认为是财政激励的作用，尽管这些因素与财政激励没有任何关系。比如
说地形，既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密度，也可能影响工业和居住用地的配比关系。

LYU ＆ Landry( 2014) 认为: 地级行政区所辖区县的数量( qc) 能够很好地反映财政竞争的强
度，且二者呈显著的“倒 U型”关系。① 本文借用这一外生性较强的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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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区县数量过多时，晋升机会将变得非常小，反而会减轻晋升压力和财政激励。



果( 表 5) 显示，区县数量与居住用地的配置比率呈显著的“U型”关系:随着区县数量增长，居住用
地配置比率一开始会显著下降。这表明，财政激励的确是挤压居住用地配置比率的原因。但这跟
前文使用的固定资产投资密度又有什么关系? 进一步的回归分析显示，地级行政区所辖区县数量

与区县的固定资产投资密度有显著的“倒 U 型”关系: 随着区县数量增长，投资密度一开始会显著
增长。这意味着，前文发现的投资密度对居住用地配置比率显著的挤压效应，至少部分来自区县政
府所受到的财政激励。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因变量: ln( yi，t ) 因变量: ln( κi，t )

qci
－ 0. 932＊＊

( 0. 376)
0. 125
( 0. 085)

qc2i
0. 111＊＊＊

( 0. 035)
－ 0. 017＊＊

( 0. 008)

注:分别使用系统 GMM和双向固定效应方法估计。核心解释变量、其他控制变量，年份、地区固定效应均被控制。GMM估计

还包含变量 ln( yi，t － 1 ) ，AB检验、Hansen检验均通过。为节省篇幅，未报告上述结果。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构建了一个城市建设用地供给的理论框架，揭示了中国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人
口、土地和住房”的空间错配机制。研究发现: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受制于一个“从中央到地
方”、“先地区后用途”的指标分配制度，住房市场因此受到多级政府指标配置行为的叠加影响。理
论模型揭示了财政激励下区县政府的指标用途配置逻辑以及城市化激励下省级政府的指标地区配

置逻辑。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将房地产市场上上演的“中国故事”概述为: 逆人口集聚方向的
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地区配给模式，叠加偏向工业的用途配置模式，对居住用地供给和住房市场产生

了显著的挤压效应，导致“人口、土地和住房”的空间错配。
因此，需要改革当前的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制度，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主张:城

市建设用地指标的地区配置，应在事前顾及人口流动方向，将指标的投放与城市常住人口及其增长

潜力挂钩，改变现行的“人地挂钩”政策将“指标投放与事后的人口落户情况”相关联的做法。也就
是说，应根据人口流动方向主动增加土地供给以促进人口落户，而不应被动地根据落户情况安排土

地供应。这同时要求在一些前瞻性政策，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的制定时，提高
人口流动因素的权重，科学测算各级行政区应分得的指标数量。当然，重构区县政府居住用地供给
的激励机制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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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Urban Land Quota Allocation on
China's Housing Market
YU Jixianga and SHEN Kunrongb

( 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Anhui Normal University;
b: Business School，Nanjing University)

Summary: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China has witnessed a continuous rise in housing prices alongside rapid
urbanization，especially in large cities in coastal areas． With the rapid growth in housing costs，the speed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has begun to decline in recent years． Many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boom in housing demand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soaring housing prices． However，the cost of land accounts for a large proportion of house prices，so urban land supply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paper，we focus on the effect of China's urban land supply on the housing market．

Unlike mo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China uses a quota system to control its urban land supply to protect cultivated
l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can be described as a process of quota allocation，with land distributed to regions by
central and provincial governments and then allocated further for different purposes by local governments． First，the central
government sets up a total quota of urban land supply every year and allocates land to each province． With the help of its
agents，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s，land is eventually distributed to each county through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allocation．
Second，county governments，which hold the power of purpose allocation，set up industrial land quotas，residential land
quotas，infrastructure land quotas and land quotas for public management and service purposes．

We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model to investigate an incentive mechanism that prompts provincial governments to
distribute land to counties and encourages county governments to allocate land for different purposes． Because urban land
supply is vita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fiscal income growth and urbanization，we hypothesize that a financial incentive
and an urbanization incentive play important roles． Our model reveals that county governments expand industrial land at the
expense of residential land when the financial incentive dominates． However，the land allocated to counties by provincial
governments depends both on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t the city level and on the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When small or
medium cities have the priority to develop，large cities are allocated less land，irrespective of their agglomeration ability．
Therefore，China's housing market is affected by the land allocation behavior of governments at multiple levels．

Our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an increase in the financial incentive for county governments decreases the allocation of
residential land relative to industrial land significantly． Additionally，large cities are allocated relatively less land． Further
analysis finds that both the total amount of urban land allocated by provincial governments to counties and the proportion of
residential land allocated by county government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ale of houses per capita． However，
increasing the financial incentive of county governments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e total amount of urban
land on the housing market． Given these empirical results，China's real estate market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regional allocation of urban land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idential land is
reduced to increase industrial l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effects result in the spatial mismatch of population，land
and housing．

China is experiencing a transition from a planned economy to a market economy． For scholars trying to understand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locates important resources during this transition period， our study provides important
information． Our study also has a silver lining for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which is now plagued by high housing
price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o achieve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land allocation must be consistent with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nd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residential land supply should be restructured at the county level．
Keywords: Urban Land Supply; Resource Allocation; Housing Market; Financial Incentive; Urbaniz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O18，P35，R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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